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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后墙上，悬有已故总编
辑范敬宜手书的 《岳阳楼记》。书法秀骨丰神，俊朗雅
逸，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充分展现
了范先生高超的书艺、学养和才情。

然而，令人颇感困惑的是，《岳阳楼记》首句“庆历
四年春”的“历”字，繁体字却写成了“歷”，而非古代
帝王年号专用的“曆”。

大家知道，“历”对应的繁体字有两个：“曆”和
“歷”。1964 年 《简化字总表》 公布后，两字同音合并，
并另造了一个新字“历”（保留“厂”形，以“力”为声
符）。“历”便兼有了“歷”“曆”两字的全部含义。

关于“歷”，《说文解字》 释为：“过也，传也。从
止，厤聲。”故“歷”表示经过、经历之意，历史、历
次、历程、学历之“历”应为“歷”。

但《说文》只收“歷”而不见“曆”，说明东汉中叶
以前还没有“曆”字。“曆”字出现最早的实物资料是汉
灵帝时的“光和大司农铜斛”，后又现身在北魏碑刻中。
北宋徐铉将“曆”收录在《说文新附》中，释为：“厤象
也。从日，厤声。”故“曆”为历象之意，日历、历法、
农历、挂历之“历”应为“曆”。中国历代帝王年号中，
武则天“圣历”、唐代宗“大历”、唐敬宗和唐文宗“宝
历”、宋仁宗“庆历”、辽穆宗“应历”、元文宗“天
历”、明神宗“万历”、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还有日
本十六个带“历”字的年号，均应为“曆”。对此，我们
可以从历代封建王朝铸造发行的钱币中得到印证。如宋
仁宗庆历元年 （1041年） 铸造的“庆曆重宝”的钱文。

不过，徐铉在“曆”
字下注曰：“《史记》通用

‘歷’。”认为“歷”“曆”
是可以相通换用的通假
字， 这样“庆曆”也可
以写成“庆歷”了。但此
说又被清代学者郑珍推
翻 ， 其 《说 文 新 附 考》
称 ：“ 按 ： 歷 乃 曆 象 本
字 ， 非 通 用 也 。” 所

以， 两字不是通假字而是古今字关系，“歷”为古本
字，“曆”为后起区别字，之后两字各有分工，不能随意
混用。

因此，可以肯定当初范仲淹写 《岳阳楼记》 用的是
“庆曆”。如其亲笔所题的“庆曆三年”。

范仲淹“庆曆三年”楷书册页

下面，还是让我们以历代书家所写的 《岳阳楼记》
为证吧——

以上的明清作品无一例外都写作“庆曆”。范敬宜为
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一生书写先祖的传世名作 《岳阳
楼记》 不知凡几，会在这个寻常汉字上出错吗？问题恐
怕没有这么简单。

果然，我发现了
一个重要的反例，物
证就在岳阳楼。在岳
阳楼的一楼和二楼，
都挂有 《岳阳楼记》
的紫檀木雕屏，书写
者均为清代书法家张
照，上面清清楚楚地
写 着 ：“ 庆 厯 （同

‘歷’）。”
张照（1691 年—

1745 年）生活于康雍

乾三世，该作落款日期为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既望（农
历十六日）。为何张照一反既往地将“庆曆”写成“庆歷”？

仿佛电光石火一般，我猛然想起了清代的文字狱。
对了，这个“曆”字很可能就是当时的避讳字！乾隆的
名讳不就是弘历吗？

乾隆的长兄名弘晖、次兄弘昐、三兄弘昀、四兄弘
时、六弟弘昼、幼弟弘曕，名中第二个字均为“日”
旁，故弘历的繁体写法应为“弘曆”。 1736 年乾隆当上
皇帝后，为避讳，改“曆”为“歷”。

在古代中国，必须回避君主的名讳，否则就会犯“大不
敬之罪”。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一书中说：“避讳常用之
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庆歷”即为改字。如空
字之例：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将名将李世勣删去

“世”字作李勣，观世音略称为观音。再如缺笔之例：康熙
帝名讳玄烨，故“玄”“烨”两字的最后一画须省略。

清代避讳制度最为严酷的是雍正、乾隆年间，《史讳举
例》称：“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倘出现“曆”字，一般都
会被判死罪。故在洋洋约8亿字的《四库全书》中找不到一
个“曆”字，甚至连大清历法《时宪历》也改称《时宪书》。因
此到了后世，“庆歷”这种写法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在人情事物上做工夫”，语出南宋著名理
学家陆九渊。其兄陆九龄问：“吾弟今在何处做
工夫？”陆九渊答曰：“在人情、事势、物理上
做些工夫。”意思是说，人的心性修养要同日常
生活紧密联系，在事上磨炼，方能落实。

700多年后，这句名言被晚清学者刘蓉立为
家训，拿来教育子女。刘蓉是湖南湘乡人，桐
城派古文家，官至四川布政使、陕西巡抚。他
育有二子四女，其中二子刘培基、刘培垕成年
后在朝中为官，大女嫁与著名外交家曾纪泽。
咱们看看刘蓉是如何教育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磨
炼心性，锻炼社会能力的。

古时候的读书人大都难过“功名关”，把科
举考试看作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有一年，
刘培垕求取功名心切，写信告诉父亲要参加科
举考试。他以为能得到父亲的支持，不料被泼
了一盆冷水。刘蓉回信说：“你本是中材之资，
无过人之识，无容人之量，见识狭隘短浅，文
章仅清顺而已，何必应试，徒荒课业！”刘培垕
委屈极了，心想这还是自己的父亲吗？刘蓉解
释说，“做官最坏人心术，若非根器深厚，必不
能自立，只有败坏家风”，修德要先于修业，读
书能磨炼心性，涵养道德，你要“常把此心放
在书卷上”。较之于科场登第，刘蓉更希望刘培
垕“发愤刻励，做一个端谨儒雅之士”。刘培垕
觉得有道理，暂时放弃科举，自立课程，刻苦
学习。经过努力，刘培垕德业精进。刘蓉高兴
之余，出资为其纳为监生。

刘蓉家境富裕，子女们养尊处优、衣食无
忧，都不太关心家里柴米油盐的事情。他们觉
得家里有专司钱谷之人，自己就无需费心劳力
了，还向父亲诉苦说，处置家事占用了读书时
间。可是刘蓉认为，“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
国为”“留心家事，处置得宜，亦是学问之一
端”，事情无论巨细，你们都得参与其中，锻炼
能力。为了督促儿子们关心家事，远在四川的
刘蓉要求他们定期汇报家乡的粮价。儿子们起
初以为父亲闹着玩，就没有放在心上。有一年
春天，刘蓉从好友郭嵩焘的信中得知省城长沙
谷价飞涨，但儿子们在家信中却没有提及，便
写信责问。一番严词斥责之后，儿子们才觉得
父亲是认真的，逐渐参与到家中事务管理中来。

咸丰十一年 （1861年），刘培基与湘军将领
罗泽南的女儿结婚。罗氏家境殷实，担心嫁出
去的女儿受到婆家怠慢，仅陪嫁的礼金就给了
三百两。刘蓉家人也好面子、讲排场，将婚礼
办得隆重而奢华。刘蓉知晓后大怒，指责这是

“竞为奢靡，自坠家风”！他让儿子把三百两礼
金退回去，还将新娘训斥一顿，“新妇若听我
的，便是罗家的好女儿，我家的好媳妇。”

表面上看刘蓉做得有点不近人情，在一些
小事上与子女们“斤斤计较”，可实际上他这样
做是为了督促子女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磨炼自
己的心性，成为“谨言慎行，和平宽厚”的

“贤子弟”。一撇一捺，无非是在“人”字上做
工夫；修齐治平，彰显中国人做人追求。“欲治
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治国齐家，都是以“修身”为前提。生活处处
是修炼场，真正的修身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正
如明朝大儒王阳明所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
夫”。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诚信、仁厚、重
义、节俭的德行，这是修身的根本，也是做人
的根本。

（作者为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教师）

仁爱的精神是传统儒学最为核心
的价值观念，是整个儒家文化的灵
魂。同时，儒家之仁爱精神陶铸了中
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是中国人心灵家
园的基石。仁道精神的阐扬奠基于孔
子。孔子论人之德性修养，以仁德为
最高的人格理想；论礼乐，以仁为礼
乐之本；论政治，则归于德教仁政。
可以说，孔子之学就是仁学。然而，
所谓“熟知的未必是真知”，儒家的仁
道精神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层
次，并不容易全面把握。

仁以“爱”为基本内涵

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从恻隐之心指点“仁
之端”，皆是此意。不过此爱不可作狭义之理解，乃所
谓一体感通之情，一体同爱之心。仁虽然以爱为基本
表现形式，但爱却不足以括尽仁之内涵。朱子解释仁
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这个解释把握住了孔
孟仁学的核心精神：其一，强调仁是人心本有之德，并非
外在于人的知识理论，所以求仁要向自身生命反省以成
就仁德；其二，是强调谈仁不能离开爱，仁是条理之
爱、是合理之爱。仁既非抽象的知识理论，亦非空洞
假设，而是表现于人的情感生活之中。然而，情感之
爱有时候却多有过分之处，例如溺爱、贪爱等等。这
些感情不能说不是爱，但它是偏离了仁之尺度。

真正的仁爱，必须是发乎人的真性本心。所以仁
爱必须以端正真诚的内心为基础。孔子一方面说“仁

者爱人”，一方面又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
礼，就是要保持内心端正、情感真诚。当人内心去除
晦暗和偏邪、保持端正与真诚之时，自然能以一体同
情之爱来感通人、物。“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为
仁”，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仁道的内
涵，才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之真精神。这两者概括起
来就是孔门倡导的忠恕之道。

仁爱精神可从两方面理解

曾子把孔子自言的“吾道一以贯之”诠释为“忠恕”，
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自己也说“忠恕违道不
远”，此处的“道”，自然是仁道。古代注疏说：“中心之谓
忠。”所谓中心即内心，意即保持内心端正真诚的道德情
感；“如心之谓恕”，所谓如心即如同己心，意即像感
受自己的内心一样来体量和感通他人之心。忠恕是一
体互通的，做到忠时，自然能够表现为恕；没有忠的
功夫，恕亦难以维持。换言之，当人心消除偏私之心
和固执意见的遮蔽，回归于其自身真实的状态，自然
能够以一体同爱之情来感通万物。此即孔子所崇尚之
仁道。所以，从根本上说，仁爱的精神可以从两方面
来理解，其一就是排除私心与偏见之遮蔽，从而保持
内心情感之真诚无妄，表现为修养的功夫就是“克己
复礼”，亦即忠道；其二就是能够同情于他人他物，保
持感情之敏锐，防止心灵麻木，表现为修养的功夫就
是“仁者爱人”，亦即恕道。这两方面一体互通。

忠恕虽然并非仁道之全部，但是作为践行仁道之
方法，仁的精神恰恰就在忠恕之中。其中，忠是体，
恕是用；忠是本源，恕是表现。现代人往往仅仅注重
从爱来理解仁的精神，却往往忽视了本源。失去了内
心的端正和清明，爱的感情就容易导向泛滥。儒家的
仁爱精神，从根本上说，是本源于真心本性的一体同
爱之情。这种一体同爱之情，必须以内心的端正和真
诚为前提。相应的，对仁爱精神的培养也应从两方面
落实，一者，培养敬畏精神，注重端身正己的态度；
一者，培养敏锐的同情心，防止道德情感的麻木。

仁爱是有秩序有层次的

爱虽然是仁的基本内涵，但此爱并非抽象笼统之
爱，而是在现实人伦世界中有秩序、有层次的爱。仁爱
之发端在于孝悌亲亲之情，《论语》认为孝悌是“为仁之
本”。现代人有人批评儒家的孝道，认为孝道具有狭隘
性，不及某些宗教所倡导的博爱。其实这是莫大的误
解。儒家的仁爱精神绝非没有博爱，相反，恰是以博

爱为旨归的，且这种博爱更为圆融，更容易落实。孝道
与博爱并不矛盾，相反，两者一体互通，是本与末、源与
流的关系。早在战国末期，孟子批评墨家之兼爱思想，
即充分地阐明了这个道理。孟子批评墨家之兼爱，但并
非反对博爱本身，而是认识到墨家所倡导的无差等之爱
的内在矛盾。所谓无差等的兼爱，貌似令人向往，却违
逆人的本心真情。所以，墨家提倡兼爱的逻辑最终导向
了功利主义，所谓“爱人之父，人亦爱其父”。这样反而
失去了博爱的真实源头和情感基础。

儒家则认识到，孝悌亲亲之情源于生命之自然连续
性，由此，人最容易流露自己的本心真情。以此为源头，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自然能够有博爱之落实。
相反，失去了孝悌爱亲之情，鼓动人们超越所谓家庭局
限去平等地爱所有的人，这看起来似乎合理，却违背人
之常情，往往流变为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儒家所强调
的孝悌爱亲之情，恰是一切伦理教化的根基，所谓“因亲
以教爱”。时至今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依然是深入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伦理思维。

仁爱精神需要通过教化培养

儒家的仁道渗透在中华民族性格之中，可以说有两
个方面，一个是责己向上之心，一个是特别注重情义。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过去中国
人的生存，以及民族生命的开拓”所依赖的民族精神有
两点，即“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所谓“向上之心
强”，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特别注重道德责任的自觉，强调
提升自己的才能和德性，而不过度依赖环境。所谓“相
与之情厚”，就是中国人特别看重情义，亲情、友情、
家国情怀，乃至于对天地万物都有报本感恩之情和一
体同爱之心。这两方面，当然正是忠恕而仁的精神对民
族性格的陶铸。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恰好可以用《易传》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自强不息、向上之心强，
就是一种忠道的精神；厚德载物、相与之情厚，就是一种
恕道的精神。这种责己向上之心和重视情义的民族性
格，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仁爱根于人之本性本心，但并非自然形成；仁爱
精神深入民族性格，也并非是说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财富。仁爱的品格和精神需要教化才能贞定，才
能发挥其作用。仁爱精神的培养，在传统儒家那里尤其
重视礼乐教化和孝道的教育。礼乐的教化，一方面强
调敬畏观念，强调端身正己；一方面又培养人敏锐的
道德情感，防止心灵的麻木和功利化。劝孝则是培养人
最为根本的道德情感源头，所谓“百善孝为先”。这种人
文教化的历史经验应该为现代社会所重视。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经典诠释与人文教育中心副主任）

《岳阳楼记》“曆”之写法辨析
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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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培育
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如崇
仁 爱 、 重 民 本 、 守 诚 信 、 讲 辩
证、尚和合、求大同等。这些思
想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具
有永不褪色的价值，是当代中国
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传承和弘扬这些思想
理念，首先得清楚其渊源、理解
其内涵。为此，我们约请专家，
依次解读这六大思想理念，敬请
读者关注。

崇仁爱

仁爱是中国人心灵家园的基石
董卫国

北宋“庆曆重宝”钱

乾隆八年张照书《岳阳楼记》

《康熙字典》回避康熙名讳玄烨

□ 汉字故事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